
朱熹、吕祖謙“三衢之會”

若干問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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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三衢之會”是朱熹、吕祖謙在“南宗聖地”衢州舉行的一次

重要學術盛會，在朱、吕的學術交往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長期

以來，學界對兩人會見的時間、具體地點等問題多有歧見，本文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通過大量歷史文獻的考辨，對一些流行觀點

進行修正，明確了朱、吕“三衢之會”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衢州東二十里的石巖寺舉行，於四月七日結束，歷時十天。

關鍵詞：“三衢之會”　 朱熹　 吕祖謙　 聽雨軒　 紹德庵　 石巖

寺　 相會時間

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孫、衍聖公孔端友扈蹕南下，賜家

衢州。從此，衢州不僅成爲“東南闕里”、“南宗聖地”，也成爲儒

學發展、交流的重鎮。其中，“三衢之會”就是朱熹、吕祖謙繼

“寒泉之會”、“鵝湖之會”後又一次重要的學術盛會，在朱、吕的

學術交往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吕“兩人就《詩經》、《尚書》、

① 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１３ＹＪＡＺＨ１４２）、浙江省哲學社會科
學規劃課題（１１ＦＣ０３ＹＢ）研究成果。



《周易》、《春秋》等經學與史學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還進行了

儒釋之辯，擺出了兩人思想上的不同點。朱熹對吕祖謙回護陸

學的觀點，作了委婉的批評”〔１〕。“三衢之會”涉及的内容豐富，

解決了學術上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促使朱

熹就“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方面進行反思，對其學術思想的發

展、成熟具有“頓進之功”〔２〕，更是對江南地區學術交流、儒學新

發展的重要推動。關於此次相會的時間、地點、内容等信息，在

朱、吕兩人的著作中均無明確記録，這就爲後人留下了很多難解

之謎，造成學術歧見。爲撥開這個迷霧，自明清以來，不斷有學

人加以探討。下面就“三衢之會”的有關問題進行考證、分析，

就教於方家。

一、 “三衢之會”之地點諸説

關於“三衢之會”的地點，至目前爲止，主要有三種説法：

一是開化縣的聽雨軒。聽雨軒位於開化縣城北三十五里的

馬金，鄉人汪觀國致仕歸建，每天與其弟汪杞講學燕息其中，慶

元（１１９５—１２００）間〔３〕改建爲包山書院。明李賢等《明一統誌》

在“包山書院”條下收録了吕祖謙聽雨軒詩，弘治《衢州府誌》卷

十三輯録朱熹并吕祖謙、張栻、江溥、謝諤、吕祖儉、陸九齡所作

《汪端齋聽雨軒》詩七首，崇禎《開化縣誌》以《題聽雨軒》及《聽

雨軒》爲題輯録了朱熹等人詩七首，清康熙《衢州府誌》、雍正

《開化縣誌》、光緒《開化縣誌》等均有載。今人束景南先生在其

１９９１ 年版《朱熹佚文輯考》、１９９２ 年版《朱子大傳》、２００１ 年版

《朱熹年譜長編》等著作中，根據聽雨軒詩，認爲“三衢之會”就

在開化聽雨軒舉行。“今據此詩，乃得確考，可知兩人非在衢州

城中相見，當是（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朱熹於衢哭吊汪應辰

後，即赴常山、開化，吕亦由金華趕至，於二十八日與朱會見於開

化北汪氏兄弟之宅，朱熹聽雨軒之詠即在其時。張栻、陸九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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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儉之詠聽雨軒，蓋與朱熹非在同時也。”〔４〕朱熹於淳熙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與吕祖謙會於開化，講論學問九日”〔５〕。基於

此，“三衢之會”被稱作“包山之會”。此説影響甚廣，已成主流，

爲許多學者、論者所採信，如徐儒宗著的《婺學之宗———吕祖謙

傳》説：“三月二十八日……東萊同朱子相會於開化縣北的汪觀

國、汪杞兄弟的聽雨軒。”〔６〕徐宇寧主編的《衢州簡史》稱“三衢

之會”在開化縣馬金聽雨軒内舉行，時間在淳熙三年“農曆三月

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二日間”〔７〕。

二是常山縣的紹德庵或石崆寺。據目前掌握的史料，最早

明確提出常山是“三衢之會”所在地的，是清雍正《常山縣誌》編

纂者、孔子第六十六世孫孔毓璣。孔毓璣在《朱夫子像贊》一文

中指出：“此邦於有宋時，考亭夫子、東萊先生浹旬會講，其載在

《朱子全集》、《吕成公遺集》，皆可考而知也。”〔８〕該誌所附《朱

文公吕成公常山講學考》指出：“（淳熙）三年二月〔９〕朱子來三衢

哭端明，東萊往會之浹旬。”〔１０〕光緒《常山縣誌》之《朱子講學

考》及編纂者按還指出：“葉秉敬《府誌》云，常山閩楚之會，朱晦

庵、吕東萊、張南軒講學於此，故今學者知向方，民無終訟”，“葉

寅暘以爲講學於常，實非無據”〔１１〕。其主要依據：其一，“三衢

之會”在朱、吕祭祀汪應辰之時，“朱、吕二公皆有祭汪尚書文，

二公會講實在此時”〔１２〕。其二，汪應辰殁於常山球川，而常山爲

衢州屬邑，朱子來三衢哭應辰之“三衢”即是常山。“汪尚書應

辰實殁於球川。顧不言常而言衢者，蓋古稱金華皆曰婺，稱嚴州

皆曰睦，則凡衢之屬邑宜皆稱衢，況三衢山在常邑，不在郡

城。”〔１３〕關於汪尚書殁於常山球川的理由，《汪尚書殁於常山

考》指出，在朱、吕祭汪應辰的文中，有“僧廬”、“蕭寺”之語，由

此判斷“應辰當殁於所寓荒寺中。故《弘簡録》云至衢無屋可

居，《續文獻通考》謂汪公父子寓衢，郡守張嵲集室居之，想也暫

寓而非殁於此也。吾球古有邵德庵，朱、吕所云僧廬蕭寺實在

此。至庵旁汪墓，則母夫人魯氏葬處。應辰乃殁於此而非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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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１４〕束景南認爲“朱熹必是在常山紹德庵祭哭汪應辰”，

“僧廬”、“蕭寺”，“均指紹德庵”〔１５〕。其三，朱子答吕子書信明

確不到衢州而直赴常山：“文公欲入城市〔１６〕，遲明即出，又欲不

如衢境，徑趨常山，以官道之旁未爲穩便，則當年會講之處在此

不在彼，彰彰明矣。”〔１７〕具體地點有二説，一在紹德庵：“朱、吕

祭汪公文，有僧廬蕭寺之語，則汪公當殁於荒祠中，而邵德似與

相符合之。《金華遺事》‘東萊往會之浹旬’，及朱子答書云‘深

僻去處跧伏兩三日’，則會講或在此。”〔１８〕一在石崆寺，因爲石

崆寺洞口有朱子題鐫的匾額，“縣南里許，石崆山半有寺，相傳

爲朱子講學之所，洞口鐫有字，今模糊不可辨”〔１９〕。

三是衢州石巖寺。潘富恩、徐余慶先生早在 １９８４ 年就提出

朱、吕相會於浙江衢縣，但未言明石巖寺。“淳熙三年（１１７６），

吕祖謙又與朱熹相會於浙江衢縣。”〔２０〕近年，杜海軍先生在《朱

熹與吕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録〉考》一文中，對束景南先生的

開化聽雨軒説提出了質疑。他認爲束景南先生注意到了朱、吕

二人相會，“但是所論時間和地點卻有些值得商榷處”，“吕祖謙

《年譜》明白所説二人會在三衢，所載必定有據，不宜他變”。理

由有四：一是吕子《年譜》直寫三衢，不寫與衢州相距頗遠的屬

縣開化；二是朱子邀約説的明白，在赴常山前二人會面，而非在

後；三是《聽雨軒》詩無明確的年月日，而此時張栻已於淳熙二

年春二月在靖江府（今桂林）任上，無相會的可能；四是開化到

婺源雖路途曲折，但距離遠短於衢州至金華的距離，朱熹從開化

到婺源走了五六日，吕祖謙從衢州到金華用時卻不到三天，“所

以吕祖謙與朱熹分手之地所在，合理的解釋絶不會在開化”。

據他考證：“朱熹與吕祖謙會面地點當在婺州至衢州途中的安

仁和衢州之間的石巖寺，距離衢州二十里路。”〔２１〕

以上“三説”，所涉及的史料主要有：一是朱、吕間關於“三

衢之會”的往來書信；二是朱熹、吕祖謙、張栻的祭汪應辰文；三

是吕祖謙的年譜；四是方志中收録的《聽雨軒》詩。三説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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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紹德庵或石崆寺説頗爲新穎，提出了汪應辰殁於常山、常山即

是“三衢”的論斷。“三説”就以上史料有所考證、分析，但又有

所缺漏、有失偏頗，有些問題的考證尚不够嚴密，還難以令人信

服。比較“三説”的分歧，關鍵處有：朱熹、吕祖謙分手後爲何朱

比吕遲二日才到家？《聽雨軒》詩是否是朱、吕“三衢之會”時的

酬唱之作？汪應辰是否殁於常山？兩人相會之“三衢”即指常

山嗎？

二、 “三衢之會”之“三衢”辨正

首先來探究一下“三衢”與常山的關係。

衢州之得名與境内的三衢山有關。三衢山位於衢州屬邑常

山縣北，“三衢山，在縣北二十五里。昔有洪水暴出，分爲三道，

故名。州名亦取於此。”〔２２〕葉秉敬根據《爾雅》“四達謂之衢”的

解釋，認爲：“衢以四達名，不獨以三衢山名也。”〔２３〕這就引出了

朱熹答吕祖謙所言“三衢”是特指衢州還是衢州屬邑常山的

問題。

關於“三衢之會”，朱熹先後給吕祖謙寫了五封書信，其中

有封信中多次提及“衢”，信中有“須一至衢”，“卻自常山、開化

過婺源”，“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在衢、婺間”，“度月盡

可到衢耳”〔２４〕等言辭，由此看來，儘管常山、開化是衢州的屬邑，

但朱熹對此是分辨得很清楚的，絶不會混淆。另一信提到“三

衢”，“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２５〕。從前後兩封信的聯繫

看，此“三衢”，顯然指的就是郡城衢州，而非三衢屬邑常山或

開化。

在各種歷史文獻中，“三衢”一般有兩種使用情況，一是與

人名連用，指稱其籍貫所在的衢州屬邑。如宋代詞人毛滂是衢

州江山人，而稱之爲“三衢之毛滂”〔２６〕；北宋《易數鈎隱圖》的作

者劉牧，是衢州西安〔２７〕人，其《易數鈎隱圖》序中署名爲“三衢

１８１朱熹、吕祖謙“三衢之會”若干問題考辨　



劉牧撰”〔２８〕；宋代的江緯，衢州常山人，宋治平四年（１０６７）遷居

開化，有“三衢進士江緯欲更名汝真，來見公（徐神翁）”〔２９〕的記

録；元代的吾哻，衢州開化人，有“三衢吾先生之在國學，與今翰

林編修楊君惟立、劉君景元齊名”〔３０〕的記述，等等。二是單獨用

於地名，往往以“三衢”之屬邑加以明確。如“三衢之江山、常山

二水自須溪、金川合流交錯如縠，故名縠江”〔３１〕；元建德路儒學

教諭蔣月林，字桂尚，“其先居三衢之龍遊”〔３２〕；元朝的堵閏，字

濟川，金壇人，於“至順二年七月，奉命督陶器於饒，行次三衢之

常山，以病卒”〔３３〕，等等。由上可知，人們爲將專指衢州的“三

衢”與三衢山所在地衢州屬邑常山有所區别，一般會用“三衢

之”加以明確，以避免産生歧見。元方回在《東萊集抄序》中説

得明白，吕子“三年丙申如衢州，哭汪公應辰。又往會晦庵於

衢”〔３４〕。因此，朱、吕會見前商討相會地點，選擇爲“三衢”，應

該在衢州，而不是在常山，雍正《常山縣誌》等將“極欲一到三衢

哭汪丈之喪”之“三衢”理解爲常山是不確的。

其次，來討論一下造成對“三衢”理解偏頗的另一個因素，

汪應辰晚年的家安在何處？是在哪兒去世的？

《汪尚書殁於常山考》作者徐烈考證，朱子、吕子祭汪應辰

文中有“遄反乎丘林，托僧廬以靜處”，“至於蓤落叢祠之秩所，

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庳”之語句，進而推斷其“當

殁於所寓荒寺中”〔３５〕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斷“荒寒蕭寺”就是

常山球川的紹德庵，“朱、吕所云僧廬蕭寺實在此”〔３６〕，未免失

之武斷。

其實，汪應辰一生與“荒寒蕭寺”的關係十分緊密，且都在

浙江衢州境内，主要有三處。

其一是常山永年院。

汪應辰是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縣）人，生於宋徽宗政和

八年（１１１８），紹興五年（１１３５）舉進士第一，授鎮東軍簽判。紹

興九年（１１３９），汪應辰因主張抗金，觸怒了秦檜，“出通判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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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

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３７〕。浙江省

常山縣與江西省玉山縣相鄰，其恩師“中興賢相”趙鼎於“己酉

春（建炎三年）遷居衢州”〔３８〕，寓居常山永年寺，前後有兩年時

間，這或爲汪應辰遭貶後選擇寓居常山永年院的重要原因。

常山永年院爲永年寺的後院，《方輿勝覽》、《常山縣誌》均

有記載。永年寺在常山縣北三十里，又名黄崗寺，唐大中十年

（８５６）建，宣宗賜額曰“容車”，宋雍熙（９８４）改元，更名萬壽羅漢

寺，宋祥符六年（１０１３），改賜“永年”。“丞相趙鼎、侍郎魏矼、侍

讀范沖避地南來，寓居寺中，有酬唱。”〔３９〕後人因之於容車山下

立有三賢堂，“奉之故名”〔４０〕。

紹興十六至十七年間，張嵲爲衢州郡守。張嵲守衢期間，頗

有政聲，他於紹興十七年（１１４７）創建思政堂、貢院。期間，張嵲

在西安縣治東的菱湖金紫坊，爲汪應辰父子築室居之。此後，其

寓所也就成爲朱、吕等的講道場合，後人即此建祠，創建明正書

院，元黄■有記。“（明正書院）在西安縣東。宋汪應辰及子逵

寓衢，郡守張嵲築室居之。後人即此建祠，咸淳中趙孟奎重建，

扁曰‘明正’。”〔４１〕紹興十七年八月趙鼎於海南去世，第二年“得

旨歸葬”於衢州常山。其時，張嵲已從衢州郡守去職而爲敷文

閣待制，章傑繼任衢州郡守，汪應辰已爲袁州通判。趙鼎靈柩路

過袁州時，汪應辰不畏奸權，特作《祭趙忠簡公文》以示悼念，並

派三名士兵護送回常山。

由此可見，汪應辰在常山永年院生活的時間爲紹興九年至

紹興十六年（１１３９—１１４６）間，前後七年。常山永年院絶不是汪

應辰晚年安家所在，也不是其辭世之所。

其二是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

真如軒是汪應辰爲母親魯氏守墓所建的廬墓。汪應辰母親

魯夫人卒於紹興二十六年（１１５６）十一至十二月間〔４２〕，汪應辰

“廬於墓側”〔４３〕，丁憂三年。據《汪文定公家傳》，魯夫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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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汪應辰“居憂盡禮，葬於常山之黄岡，遂廬於墓側之永年院，

湫隘嵐濕，公居數年弗去也”〔４４〕。這一記載，描述了汪應辰爲母

守墓的情形，但顯然將魯夫人在常山球川的墓地與紹興九年汪

應辰遭貶後寓居的黄岡山永年院弄混了。據同爲常山球川人的

徐洪瑆、徐烈考證，汪應辰母親魯氏墓在七都球川。徐洪瑆明崇

禎間補邑弟子員，他説：“蓋應辰母出球川魯氏，母死因葬於

球。……應辰曾爲母家建廳，至今呼爲大廳魯，又有汪家廳。則

傳所云應辰廬墓者，斷在是矣。應辰居大峽，其外舅喻玉泉樗居

下喻，其地皆與球密邇。”〔４５〕徐烈是清雍正歲貢，其考云：“球川

古有紹德庵，庵旁有墓，訛傳汪尚書墓，不知乃母夫人魯氏墓。

魯氏出於球川，故葬焉。尚書廬於此。”〔４６〕

關於真如軒，自宋以降，都有詩作吟詠。如朱熹《次延之年

兄韻敬題紹德庵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詩：“先生可是愛吾

廬，來往鄰庵幾閏餘。柏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簽書。”〔４７〕

楊萬里有《題汪聖錫墳庵真如軒在玉山常山之間》詩，中云：“玉

山先生攜老禪，把茅結庵開小軒。身前身後來醉眠，一醉不醒三

千年。先生杖屨半宇宙，每到此軒去還又。”〔４８〕宋代樓鑰《寄題

汪端明墓庵真如軒》有這樣的詩句：“山藏佳處竹藏廬，見説離

家百里餘。”“萬個篔簹一草廬，傷心埋壁十年餘。”〔４９〕由是觀

之，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確實是汪應辰爲母盡孝的廬墓，

但僅是其生前探訪讀書之所，而非其居家之地，更非辭世之處。

其三是柯山之“蕭寺”。

汪應辰自紹興十六至十七年間由常山永年院遷居衢州城

始，即與衢州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繫。

紹興二十六年（１１５６）閏十月甲寅，因母老乞外獲准，“尚書

右司郎中汪應辰直秘閣知婺州”〔５０〕，以便於照顧在玉山的母親，

衢州是其往返必經之地。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冬十月戊申，汪

應辰由吏部尚書侍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允文有言，“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郡不爲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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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５１〕，這除了因汪應辰對衢州的熟知外，更見朝廷對他的倚

重。五個月後，於紹興三十二年（１１６２）三月庚戌，“權尚書户

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進講《春秋》”〔５２〕，離開

衢州。

吕祖謙於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八月“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

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５３〕由此可見，汪應辰此時又回到了

衢州。後又短暫離開衢州，於“乾道六年（１１７０）五月十六日到

任（平江府），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５４〕。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正月二十八日，吕祖謙有《尚書汪公得請次對奉祠餞者十有四

人分韻賦詩某得敢字》詩，中有“公歸寧久闊，别意不成慘”的詩

句，可見汪應辰此時已經去職回家。汪應辰晚年會將家安在何

處呢？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正月十三日范成大到衢州，“十四日，前吏

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中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

宴”，“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

鄭升之公明偕”〔５５〕。據此，汪應辰至遲於乾道七年正月就回到

了第二故鄉衢州，安家於超化寺。超化寺在衢州府城北隅〔５６〕，

“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閴，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

山閣，閣下寢堂三間”〔５７〕。北宋趙清獻寫有《寄超化長老》一

詩，元朝吳師道《衢州超化寺》有“前朝老屋半傾欹，尚思諸賢會

集時”的詩句。汪應辰於正月十四日“自玉山來”衢，會見老友，

並不意味其晚年安家在玉山。汪應辰早年舉進士後，即將祖業

悉數讓給兄長，“應辰最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至衢無屋可居，

不顧也”〔５８〕。因此，汪應辰在玉山已經没有家業，此次到玉山，

只是正月間的一次走親訪友而已，得知好友來衢，即返家會晤，

並連續在第二、第三天留客人吃飯，以盡地主之誼。

從淳熙年間吕祖謙與汪應辰的交往看，也可佐證汪應辰晚

年將家安在衢州。淳熙元年六月，金華連下大雨，吕祖謙對汪應

辰關懷備至，致書問候：“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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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三衢復如何？”〔５９〕期間，汪應辰有遷往江西上饒的念頭。淳

熙元年，吕祖謙在致汪應辰的信中問及“上饒之居有定議

否”〔６０〕，但最終没有成行。淳熙二年（１１７５）三月，吕祖謙入閩

經過衢州時，曾拜謁汪應辰，入住超化寺。“二十三日，三十五

里，衢州。謁汪尚書，遂館於超化寺。”〔６１〕

因此，汪應辰晚年家安在衢州超化寺是確切無疑的。宋末

元初詞人、學者周密《癸辛雜識》云：“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

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

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迹，汪玉山居

衢之超化。”〔６２〕《永樂大典》也載明，“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

山”〔６３〕，指的就是晚年這段時間。朱子答吕伯恭書云：“只擬夜

入城寺，遲明即出。”〔６４〕“城寺”顯然是指超化寺，這充分説明朱

熹知曉汪應辰宅於此，逝於此，到衢後即直奔寓所祭奠。束景南

先生也認爲“汪應辰晚年乃居三衢，後卒於此”〔６５〕。

在張南軒祭汪端明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

重視。“晚卧柯山，靜觀其旋。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虔。隱

聲實之逾隆，佇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

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６６〕柯山即爲衢州市東南 １０ 公里

處的爛柯山，晉時樵夫王質遇仙處。爛柯山麓有寶巖寺、仙集觀

（一説集仙觀），明胡翰在《青霞洞天遊記》、田藝蘅在《爛柯遊覽

紀行》均有提及。其中田藝蘅於嘉靖二十七年春正月遊歷爛柯

山，曾“小酌仙集觀”，第二天又“宿山下寶巖寺”。顯然，張南軒

在祭文中是以柯山指代衢州，而當時衢州的寺觀較多，道教、佛

教的氛圍較濃，而這一切恰恰與晚年汪應辰的心境相切合，也是

其孜孜以求的。

綜上所述，汪應辰的晚年是在衢州度過的，逝於超化寺。

朱、吕、張在祭文中指汪應辰去世之所爲“僧廬”、“蕭寺”，就在

衢州城北的超化寺，而非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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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聽雨軒詩作於何時

從所搜集的史料看，最早輯録聽雨軒詩的是明代李賢等

《明一統誌》，但僅有吕祖謙的詩，不見朱子及其他人的詩，至明

弘治《衢州府誌》，始見收集最齊全的朱熹、吕祖謙、張栻、江溥、

謝諤、吕祖儉、陸九齡等人的聽雨軒詩。這表明自明代始，人們

就從聽雨軒詩著手“三衢之會”的研究，但都未確認“三衢之會”

就在聽雨軒。

嘉靖《浙江通誌》對汪觀國、汪杞兄弟每日在聽雨軒内“講

學燕息”，有“吕東萊、朱晦庵、陸象山三先生皆賦詩美之”〔６７〕的

記述。崇禎《開化縣誌》則在多卷中作了相互補充，晦翁“嘗至

開化潭口訪江淇，又作《聽雨軒》詩贈汪觀國、汪杞兄弟”〔６８〕。

從編纂者的表述分析，顯然是想將朱子訪江淇與作《聽雨軒》詩

聯繫在一起。江淇有個孿生弟弟叫江渚，四五歲時，其弟突然語

云：“後園梨落籬，問君知不知？”江淇即答曰：“不因風擺樹，定

是鳥踏枝。”被時人稱爲二神童。江淇後任江山教諭，所居潭

口，距縣東三里處，有渡，“在鍾秀門外，船一隻，夫一名”〔６９〕。

這正是朱子回婺源的必經之地。江淇居所亭前有塘五畝，遍植

芰荷，中起月波臺。朱子拜訪時，“手題其居，曰‘南山南’，又賦

《月波臺》詩，以紀其事”〔７０〕。與朱熹在常山紹德庵祭哭汪應辰

所作的《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庵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

詩一樣，《月波臺》詩也不見於吕祖謙的著作，這説明此次朱熹

經常山、開化回婺源省墓，吕祖謙並没有一同西進，陪同在側，從

另一個側面佐證兩人相會地點不在常山、開化。此外，衢州與開

化相距一百八十里，“陸路，（開化）東南一百八十里至府

治”〔７１〕，加之聽雨軒在開化縣北三十五里處，衢州至聽雨軒約二

百一十五里。朱熹要於三月二十七日在衢州哭祭汪應辰之後，

於第二天逆流而上，趕到二百多里外的聽雨軒與吕祖謙相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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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還要到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憑吊，是難以想像的，足見

束景南先生觀點之謬。故此，朱、吕同韻的聽雨軒詩，並非作於

淳熙三年三四月間的“三衢之會”。

明嘉靖《衢州府誌》有載：“時朱晦庵自建安過，東萊講道。

見其穎悟，甚加稱獎。後偕張南軒、陸象山、吕公祖謙各賦聽雨

詩以美之。”〔７２〕崇禎《開化縣誌》也有相同的記述。從晦庵自建

安過、東萊在聽雨軒講學的時機判斷，唯有“鵝湖之會”結束

之後。

“鵝湖之會”於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六月七日結束，衆人於六月

八日辭别。吕祖謙回金華，必經開化、常山、衢州，而開化縣北三

十五里的馬金聽雨軒，即爲其門人汪浤的家，“淳熙間，汪觀國，

字廷光，既仕而歸，於居左建逍遥堂，翼以軒，扁曰‘聽雨’。日

偕弟杞端齋論道游燕卒歲。觀國復遣子浤游吕東萊之門。”〔７３〕

因此，吕祖謙於回家途中至聽雨軒講學，是很自然的選擇。據吕

祖謙年譜載，“鵝湖之會”後，其“歸至三衢，又留旬日，乃

歸”〔７４〕。而在淳熙元年的五六月間，吕祖謙就來過衢州，講學應

該是其主要活動，只是陸九淵從京都臨安來婺州拜訪他而提早

結束了行程。“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九淵自臨安

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７５〕儘管吕祖謙自四月初一日至五夫

訪朱元晦，兩人共同編定了《近思録》，又一道從崇安赴鉛山鵝

湖，切磋學問已有兩月餘，但朱熹没有與吕祖謙就此分手，而是

隨吕祖謙到了開化聽雨軒。這符合吕祖謙赴寒泉之會前的打

算，他在淳熙元年與汪端明的最後一封信中説：“朱元晦約來春

至婺……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侍。

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

爲慰。”〔７６〕從實際情況看，朱熹“款侍”吕祖謙兩個多月，又從崇

安一路陪送到鉛山，出於朋友之情，吕祖謙自然會邀請朱熹與自

己同行，經衢州回崇安。何況，在“鵝湖之會”上，經激烈辯論，

朱、陸雙方學術觀點仍然相左，朱、吕之間也有繼續交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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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有首《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縝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的

題詠詩：“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

同。”束景南先生認爲，此詩乃朱熹於鵝湖之會結束後所作，“歸

經分水嶺時作此詩，觀詩意，乃就鵝湖之會有感而發也”〔７７〕。分

水嶺在崇安縣石雄里，界於江西鉛山與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

之間，也是朱、吕共赴鵝湖之會的必經之地。其實，從這首詩的

詩題、詩意看，應是赴會途中所作。詩題“戲續其後”四字，既説

明了創作的緣由，更傳神地表達了其在衆友陪同下與陸氏兄弟

相會的輕鬆心情以及對相會結果的期待。若是返途所作，“戲

續其後”則有揶揄、戲謔之意，因學術觀點的不同而對陸氏兄弟

進行諷刺，那朱熹的胸襟未免過於狹窄，這也不合朱熹的爲學與

爲人之道。事實是，朱陸在“鵝湖之會”上各抒己見，展開針鋒

相對的激烈辯論，但無絲毫攻擊之意。事後各自在與學生論及

對方時，傾慕之情仍溢於言表。淳熙六年（１１７９），朱熹出任南

康太守，陸九淵前往拜訪，而朱熹則請他到白鹿洞書院講學，並

將其講稿刻在石碑上以爲紀念。

因此，朱、吕的聽雨軒詩作於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六月“鵝湖之

會”後訪問聽雨軒之時，張栻等人的聽雨軒詩則是在以後交往

中的應和之作。

四、 “三衢之會”確切之所

“三衢之會”既不在開化聽雨軒，也不在常山紹德庵或石崆

寺，那究竟在何地呢？

何時何地進行“三衢之會”，朱、吕之間有過多次探討。從

已有的史料看，朱熹在會見前後給吕祖謙寫了五封書信，而吕祖

謙的回函則未見。從朱熹給吕祖謙的書信看，主要明確了這樣

幾個問題：一是驚悉汪應辰逝世，出於尊敬與情義，“極欲一到

三衢哭汪丈之喪”；二是在時機上，選擇在回婺源展墓時順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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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三是鑒於歷史和現實的

考慮，此次出行要做到秘而不宣，“幸勿語人也”；四是商量行走

的路綫、會見的具體地點，“更熟籌度之”；五是會見時間的約

定，“行期想只數日間”，“度月盡可到衢耳”。對於會面的地點

到底在哪兒，下面這封信，值得深究。

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

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

寺，遲明即出，卻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

悔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

僻去處，跧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

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即未爲穩

便。蓋去歲鵝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

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

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即

告喻以定處爲幸。〔７８〕

這封答吕祖謙的信，是探討“三衢之會”十分重要的文獻，

除了談及出行的時間、路綫外，重點提出了會見要力避“爲人所

知、招致悔咎”的要求，會見地點須“深僻”，對自己不熟悉的石

巖寺所處地理位置也提出了看法，這是朱、吕幾次通信中唯一提

及的一個地點。

對於朱熹的這種謹慎，吕祖謙是十分了解的，有時還不以爲

然，他在淳熙元年給汪端明的最後一封信中説：“朱元晦約來春

至婺，因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

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

爲斟酌。”〔７９〕由此可見，吕祖謙提出在石巖寺相會，是經過“斟

酌”的。

石巖寺，位於衢州城東二十里的天保鄉十八都石巖寺村〔８０〕

（今爲衢江區樟潭鎮紅星村），也名仙巖、仙巖寺、壽聖仙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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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保建，宋熙寧元年（１０６８）賜額”〔８１〕。嘉慶《西安縣誌》載，

石巖寺“在縣東二十里。層巒疊嶂，圍合如屏。中有巨巖，號爲

金仙，深廣十餘丈，高半之。清泉自石罅流出，冬夏不竭。住僧

即巖爲寺，後復增建禪宇。林花掩映，亦一勝迹”〔８２〕。清陳聖

澤、余本然等有詩。吕祖謙對石巖寺也比較熟悉，他於淳熙二年

三月入閩時曾造訪過。《入閩録》記録説：“二十三日，三十五

里，衢州。……未至衢二十里，下道數百步，有石巖寺。巖頗敞，

然氣象庳陋。”〔８３〕

由此看來，石巖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是遠離郡城，在

衢州城東二十里的鄉村；二是在衢、婺間，滿足“自金華不入衢”

以避人耳目的要求，水陸交通便利，利於兩人的進出；三是具有

怡人的自然風景和濃郁的文化氛圍，利於學術交流；四是“氣象

庳陋”的寺廟，既能滿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又無過多香客的驚

擾。儘管石巖寺就在衢、婺之間的官道旁，但是非常“穩便”，完

全符合“野次之款”的要求。

五、 “三衢之會”之時間

汪應辰於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８４〕，朱熹知悉後，即

籌劃乘回婺源展墓之機，順道至三衢哭祭汪應辰。他在淳熙三

年正月晦日給吕祖謙的信中説：“即欲犇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

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８５〕在具體的時間安排

上，一直在溝通、商議，“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

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

報”，“行期想只數日間”〔８６〕。據朱熹的《祭汪尚書文》，其於三

月二十七日抵達衢州的超化寺祭祀汪尚書，“維淳熙三年歲次

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侄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

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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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度月盡可到衢”的計劃是吻合的。

吕祖謙先於朱熹於淳熙三年正月十二日來衢祭奠汪應辰，

“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文”〔８８〕。因此，朱熹三月二

十七日的祭奠，並没有吕陪祭。那麽“三衢之會”時，吕祖謙是

何時抵達衢州的呢？

據吕祖謙年譜，其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

於三衢”〔８９〕。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束景南認爲朱、吕二十八

日會於開化聽雨軒〔９０〕，杜海軍認爲吕祖謙二十八日才從金華出

發，三十日會見朱子〔９１〕。“往”有“去”、“到”之義，如果作“到”

解，則兩人前後相差一天抵三衢，在吕氏已先於朱氏祭拜汪應辰

的背景下，是正常的、可理解的。若理解爲“去”，即二十八日才

從金華動身前往三衢。金華“西至衢州府治一百九十里”〔９２〕，

根據吕祖謙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入閩録》所載，金華到衢州的實際

距離爲一百八十里，每天行程七十來里，前後花了兩天多時間。

第一天行走七十里，“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

五里，馬海廣教寺。三十里，湯塘，入衢州龍遊縣界。十五里，宿

小龍遊。”第二天行走七十五里，“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

里，龍遊縣。三十五里，宿安仁”。第三天走了三十五里，“二十

三日，三十五里，衢州”〔９３〕。照此推算，吕祖謙則要遲至三十日

才能到衢州相會，朱熹要獨自在衢等候三天，這會弄出很大的動

靜，不僅有失禮數，更不符合朱熹對這次相會提出的要求。有論

者提出吕祖謙於三月二十三日嫁女兒華年，諸事繁忙，才於二十

八日動身，這也没什麽道理。因爲嫁女即便是家庭大事，一般都

是忙於前而非忙於後。如果吕祖謙二十八日到衢，則應在二十

六日從金華出發，這應該是女兒出嫁後的第三天，嫁女的後續事

宜此時也應辦結。這在吕祖謙給周必大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證，

“數日前已了女子姻事，自此瀟然，真無一事矣”〔９４〕。由“數日

前”判斷，這封信應該是吕祖謙赴“三衢之會”前寫給周必大的，

也就是説吕祖謙是帶著嫁女後的極大幸福感和輕鬆愉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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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衢州與老友相會的。再者，如前所述，在會見時間的約定

上，朱、吕之間保持著很好的溝通，且朱熹到浦城後會“專遣一

介馳報”，對相見時間的安排會十分準確，吕祖謙擇定女兒的婚

期爲三月二十三日，是經過精心謀劃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斷不致於自己單方面延宕三天才到達衢州與老友相會！朱熹若

果真按約於二十七日“夜入城寺”，二十八日“遲明即出”，而吕

祖謙從金華到衢州僅需兩天半的時間，那麽兩人於二十八日的

上午即能在衢州城東二十里的石巖寺相見，可见時間安排非常

恰當。因此，“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於三衢”的語意自明，吕祖

謙於三月二十八日到達衢州，與業已完成祭奠汪應辰之靈的朱

熹相會。

朱熹於四月“十二日早達婺源”〔９５〕，吕祖謙於“四月十日歸

自三衢”〔９６〕。金衢相距一百九十里，以三天計算吕祖謙的回程，

則可推知他與朱熹分别是在四月八日。朱熹回家比吕祖謙晚了

兩天，符合朱、吕在衢州石巖寺分别，而衢州至婺源的距離較衢

州至金華的距離要遠一倍的實際。

朱熹在婺源的祖居位於婺源紫陽鎮南門街，衢州至婺源，要

經過常山、開化。開化縣在衢州西北，到婺源可走的路綫有三

條：一是從西北走濟嶺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婺源縣際嶺界八十

里，自界至縣一百里”〔９７〕。二是從西南走大鱅嶺一百九十里，

“（婺源）東至大鱅嶺凹頭抵開化界，一百一十里，自界至開化縣

八十里”〔９８〕。三是從開化北經休寧到婺源，達四百六十里，其中

開化至休寧二百四十里，開化“北一百二十里，至江南徽州府休

寧縣界江嶺，自界至縣一百二十里”〔９９〕，而婺源至休寧則有二百

二十里，“（婺源）北至上汪抵休寧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至休寧

縣七十五里”〔１００〕。從路程的遠近及便利程度看，自開化入婺

源，一般選擇從西南入境，共三百七十里，較西北綫路遠了十里。

水路，主要是衢州到開化段，有二百里，較陸路僅遠二十里。

“水路，（開化）東南二百里，至府治”〔１０１〕，其中常山到衢州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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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路，（常山）東一百里，至府治”〔１０２〕。但開化縣南三十里

的華埠鎮“始通舟筏，自常山至縣，此爲通道”〔１０３〕。總之，從衢

州出發，經常山、開化到婺源，陸路三百七十里左右，水路三百九

十里。

那麽，從衢州至婺源三百多里路，朱熹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

達呢？

吕祖謙《入閩録》對經衢州、江山、浦城到福建崇安縣五夫

與朱子相會的行程，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與朱熹從衢州至婺源

的路綫，不論是距離，還是路途狀況，均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就

此作些考察，對問題的解決會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從衢州到崇安五夫，共四百里。衢州至江山縣七十五里，江

山“在府西南，去府治七十五里”。江山至浦城二百二十五里，

江山“南一百二十五里，至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界小竿嶺底，自界

至縣一百里”。浦城縣“北抵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大竿嶺界，一百

里”〔１０４〕。浦城至崇安一百里，浦城與崇安縣交界有八處，其中

浦城縣村頭鄉與屬於今天五夫鎮的澄溪村交界，“距城一

百里”〔１０５〕。

這四百里路，吕祖謙於三月“二十五日早發衢州”，四月初

一日“至五夫，訪朱元晦”，路途所用時間前後共七天，平均每天

行走六十里不到。期間，二十五日從衢州出發到江山“宿白

肚”，走了七十一里。二十六日過江郎山“宿麥嶺”，“自衢至此，

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漸類閩中”，行走六十五里，二十

七日到福建浦城“宿柳樹”，行走五十五里〔１０６〕。可見，盤旋於崇

山峻嶺的山路要難走費時的多，但最少一天也能行走五十五里。

至於古人的行走速度，旅遊家徐霞客的《閩遊日記》也可作

參考。徐霞客於崇禎改元（１６２８）三月第一次入閩遊歷時，在十

二日由仙霞嶺進入福建，走了八十里，十三日則走了六十五里。

走水路，順流而下，速度則要快得多，如十五日“辨色即行。懸

流鼓楫，一百二十里”，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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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板舟，附之行。……過如飛鳥”〔１０７〕，共走了一百二十里。

由此可見，古時一般人走陸路，如果路途比較平坦，則一天

能行七八十里路，而崇山峻嶺的山路則難行得多，一天能走五六

十里。如果是水路，儘管水路比陸路會遠一些，但速度快，順流

而下可達一百二十里。

以這樣的速度來測算朱、吕在衢州石巖寺分别後朱熹的行

程，是比較可靠的。衢州到開化一百八十里，可水陸並行，儘管

是逆流而上，二天時間應該足够了；開化至婺源一百九十里山

路，會難行得多，但與衢州境内的江山至崇安“重山複嶺”的路

況相比，算得上平夷了，即使以一天五十至六十里計，需三至四

天時間，這樣，共需五至六天時間。由於朱熹是四月十二日早到

達婺源的，可以扣除一天，實際是五天時間。這樣，與吕祖謙到

家的時間相吻合，也與朱熹《答吕伯恭》説“别忽五六日”〔１０８〕相

吻合。

從這個角度看，朱、吕“三衢之會”的地點在開化的聽雨軒

是多麽地不可信！試想，走西北路綫，開化到婺源一百八十里，

而馬金在開化北三十五里，這樣朱熹從開化馬金直接到婺源只

有一百四十五里，而從馬金到金華卻有四百零五里。不論開化

到婺源的路是多麽艱險難行，以每天五十里計，三天足够了；也

不論開化到金華的水路是多麽地順遂，以每天一百二十里計，至

少也需三天。但兩人實際到家的時間，吕祖謙卻比朱熹早兩天，

這無論如何是解釋不通的。所以吕祖謙與朱熹分手之地，合理

的解釋絶不會在開化馬金聽雨軒，也不在常山的紹德庵或石崆

寺，而就在衢州的石巖寺。

綜上所述，朱熹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衢州城内的超

化寺祭奠汪應辰的靈位後，三月二十八日與從金華趕到的吕祖

謙會於衢州城東二十里的石巖寺。會講於四月七日結束，四月

八日兩人告别回家，前後十天時間，大大超過“跧伏兩三日”的

預期。《金華遺事》、孔毓璣所持朱、吕會講“浹旬”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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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吕分别後，朱熹順道還到常山球川的真如軒憑吊汪應辰，到

開化潭口訪問江淇。

（作者：衢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注釋：

〔１ 〕　 張豈之主編，李似珍著：《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宋元卷》，西安：陝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５３ 頁。

〔２ 〕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二，宋刊浙本。

〔３ 〕　 據崇禎《開化縣誌》卷六。《明一統志》卷四三、《續文獻通考》卷六一爲紹定

（１２２８—１２３３）中改爲書院。

〔４ 〕　 束景南：《朱熹軼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０９ 頁。

〔５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６ 〕　 徐儒宗：《婺學之宗———吕祖謙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１２ 頁。

〔７ 〕　 徐宇寧：《衢州簡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６３ 頁。

〔８ 〕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９ 〕　 應爲三月之■。

〔１０〕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１１〕　 ［清］李瑞鍾：《（光緒）常山縣誌》，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１２〕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１３〕　 同上注。

〔１４〕　 同上注。

〔１５〕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５７ 頁。

〔１６〕　 據《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書》，“城市”應是“城寺”之■，指的是

超化寺。一字之差，但對“三衢之會”地點的理解卻有很大關係。詳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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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１７〕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１８〕　 ［清］李瑞鍾：《（光緒）常山縣誌》，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１９〕　 同上注。

〔２０〕　 潘富恩、徐余慶：《吕祖謙思想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０ 頁。

〔２１〕　 杜海軍：《朱熹與吕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録〉考》，衢州市衢商研究會會刊

（内部資料）《衢商文化》，第 ２５ 期，第 ４９—５０ 頁。

〔２２〕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三，光緒八年重刊本。

〔２３〕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誌》，《畫圖序説二十四條》，

明天啓二年刊本。

〔２４〕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

〔２５〕　 同上注。

〔２６〕　 ［清］朱彝尊：《孟彦林詞序》，《曝書亭集》卷四〇，刊本。

〔２７〕　 衢州春秋時爲姑蔑地，漢初平三年析太末縣置新安縣，晉初改新安。唐始以

西安名縣，隸屬衢州。今析爲柯城區、衢江區。

〔２８〕　 ［宋］劉牧：《易數鈎隱圖序》，《道藏·洞真部·靈圖類》。

〔２９〕　 ［宋］朱宋卿編：《虚靖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録》，卷上，《正統道藏》正一部。

〔３０〕　 ［明］莊昶：《送吾景端先生東歸序》，《（光緒）開化縣誌》，卷一一，清光緒二

十四年刻本。

〔３１〕　 ［元］邵亨貞撰，［明］汪稷校：《蟻述詩選》，卷四，明好德軒刻本。

〔３２〕　 ［明］韓晟等修，毛壹鷺撰：《（萬曆）遂安縣誌》，卷三，明萬曆四十年修

鈔本。

〔３３〕　 ［元］脱因修，［元］俞希魯纂：《（至順）鎮江誌》，卷一九，清道光二十二年

丹徒包氏刻本。

〔３４〕　 ［元］方回：《東萊集抄序》，《桐江集》，卷一，宛委别藏清抄本。

〔３５〕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３６〕　 同上注。

〔３７〕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七，武英殿本。

〔３８〕　 ［宋］趙鼎：《自志》，《家訓筆録》，卷一，清函海本。

〔３９〕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七，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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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明天啓二年

刊本。

〔４１〕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４２〕　 同治《玉山縣誌》卷九之中載，紹興二十六年“八月魯夫人薨”，■。汪應辰於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遷右司，因母老乞外，于同年閏十月甲寅出知婺州。如若

魯夫人薨于八月，則汪應辰斷不能于同年閏十月出知婺州。且從汪應辰服

闋除秘書少監的時間是在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戊辰判斷，魯夫人去世時間

也不在八月。

〔４３〕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七，武英殿本。

〔４４〕　 ［清］黄壽祺修，吳華辰、任廷槐纂：《玉山縣誌》，卷九之中，清同治十二年

刻本。

〔４５〕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二，清雍正二年刊本。

〔４６〕　 ［清］李瑞鍾：《（光緒）常山縣誌》，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４７〕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一〇，宋刊浙本。

〔４８〕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三〇，影宋寫本。

〔４９〕　 ［明］樓鑰：《攻媿集》，卷八，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

〔５０〕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５１〕　 同上書，卷一九三。

〔５２〕　 同上注。

〔５３〕　 ［明］阮元聲：《東萊吕成公年譜》《宋東萊吕成公外録》本。

〔５４〕　 ［宋］范成大：《（紹定）吳郡誌》，卷一一，宋紹定二年重刊吳興張氏《擇是居

叢書》本。

〔５５〕　 ［宋］范成大：《驂鸞録》，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５６〕　 據宋洪邁《夷堅志》。鄭永禧《衢縣誌》卷四，引嘉慶縣誌，超化寺在縣治東。

〔５７〕　 ［宋］洪邁：《超化寺鬼》，《夷堅志》，乙志第十八，清影宋抄本。

〔５８〕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八，清雍正二年刊本。

〔５９〕　 ［宋］吕祖謙：《東萊集》，别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６０〕　 同上注。

〔６１〕　 ［宋］吕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

〔６２〕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７３ 頁。

〔６３〕　 《堂名二十三》，《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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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６５〕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６０ 頁。

〔６６〕　 ［宋］張栻：《南軒集》，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６７〕　 ［明］胡宗憲、薛應旂：《（嘉靖）浙江通誌》，卷七，嘉靖四十年刊本。

〔６８〕　 ［明］汪慶百：《（崇禎）開化縣誌》，卷五，明崇禎刻本。

〔６９〕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二，明天啓二年

刊本。

〔７０〕　 ［明］汪慶百：《（崇禎）開化縣誌》，卷五，明崇禎刻本。

〔７１〕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誌》，卷一一，明天啓二年

刊本。

〔７２〕　 ［明］趙鏜：《（嘉靖）衢州府誌》，卷四，余紹宋傳抄、葉渭清手校本影印本。

〔７３〕　 同上注。

〔７４〕　 ［明］阮元聲：《東萊吕成公年譜》《宋東萊吕成公外録》本。

〔７５〕　 同上注。

〔７６〕　 ［宋］吕祖謙：《東萊集》，别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７７〕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７８〕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７９〕　 ［宋］吕祖謙：《東萊集》，别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８０〕　 ［明］王懋德等修，陸鳳儀等編：《（萬曆）金華府誌》，卷二，萬曆六年刊本。

〔８１〕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誌》，卷一五，明天啓二年

刊本。

〔８２〕　 ［清］姚寶煃等修，範崇楷等纂：《（嘉慶）西安縣誌》，卷四四，民國六年重

刊本。

〔８３〕　 ［宋］吕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８４〕　 據吕東萊年譜。同治《玉山縣誌》載《文定家乘》，以爲汪逝於十二月十二日。

宋史本傳雲汪應辰於淳熙三年二月卒於家，明顯■甚。

〔８５〕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８６〕　 同上注。

〔８７〕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八七，宋刊浙本。

〔８８〕　 ［明］阮元聲：《東萊吕成公年譜》《宋東萊吕成公外録》本。

〔８９〕　 同上注。

９９１朱熹、吕祖謙“三衢之會”若干問題考辨　



〔９０〕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５８ 頁。

〔９１〕　 杜海軍：《朱熹與吕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録〉考》，衢州市衢商研究會會刊

（内部資料）《衢商文化》，第 ２５ 期，第 ４９—５０ 頁。

〔９２〕　 ［明］王懋德等修，陸鳳儀等編：《（萬曆）金華府誌》，卷二，萬曆六年刊本。

〔９３〕　 ［宋］吕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９４〕　 ［宋］吕祖謙：《東萊集》，别集卷九，明成化七年刻本。

〔９５〕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９６〕　 ［明］阮元聲：《東萊吕成公年譜》《宋東萊吕成公外録》本。

〔９７〕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清雍正二年刊本。

〔９８〕　 ［民國］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縣誌》，卷二，民國十四年刻本。

〔９９〕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二，光緒八年重刊本。

〔１００〕　 ［民國］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縣誌》，卷二，民國十四年刻本。

〔１０１〕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二，光緒八年重刊本。

〔１０２〕　 同上注。

〔１０３〕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三，清稿本。

〔１０４〕　 ［清］朱衣點修，翁昭泰纂：《（光緒）浦城縣誌》，卷二，清光緒二十六年

刊本。

〔１０５〕　 同上注。

〔１０６〕　 ［宋］吕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１０７〕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５６ 頁。

〔１０８〕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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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ｔ Ｓａｎ Ｑｕ Ｈ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ｕ Ｘｉ ａｎｄ Ｌü
Ｚｕｑｉａｎ

Ｚｈｏｕ Ｊｉｈｕａｎ　 Ｔ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ａ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 Ｘｉ ａｎｄ Ｌü Ｚｕｑｉａｎ ｏｎｃｅ ｈｅｌｄ ａ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ｔ Ｓａｎ Ｑｕ，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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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ｖｉｅｗ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Ｚｈｕ ａｎｄ Ｌü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ｈｉｙａｎ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ｔｗｅｎｔｙ ｌｉ ｅａｓｔ ｏｆ Ｑｕｚｈｏｕ，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０ｄａ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ｏ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ｎ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ｘｉ ｒｅｉｇ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１７６）．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ｔ Ｓａｎ Ｑｕ，Ｚｈｕ Ｘｉ，Ｌü Ｚｕｑ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ｏ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Ｓｔｕｄｉｏ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Ｒｏｃｋ Ｐｒｅｃｉｐｉｃｅ，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０２朱熹、吕祖謙“三衢之會”若干問題考辨　


